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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折射下
的政府职能转变
———基于珠三角的一项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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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视角是观察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面向,为此可从简政放权和创新公共服务两个

维度进行考察,将前者操作化为政府加大放权、放松规制和去垄断化,以及社会组织自主性和自治性的加强,将后

者操作化为政府分类别购买公共服务,以及型塑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和行政化。珠三角地区社会组织的问卷调查数

据的分析结果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判断。但政府职能转变只是促进了社会组织在非核心领域的自主性与自治

性,同时,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遵循类别化、甄别性策略导致了社会组织行政化,它反过来侵蚀了组织的自主

性和自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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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有关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

栋,但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解释主要有公民社会理论、法团主义理论、组织资源理论和多元主义理论,以及根

植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分类控制”、“行政吸纳社会”、“嵌入型监管”、“利益契合”、“非协同治理”、“行政吸纳服

务”等。
公民社会理论强调社会组织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自主性和社会组织制约政府权力的民主性[1],在此理

论视角下,政府职能转变一说是不存在的。有研究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公民社会,相反是一种国家权威主导的

自上而下的统治模式[2]。于是,强调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功能性组织利益代表的垄断地

位,和随之而来的政府控制的法团主义理论模式,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青睐。透过法团主义视角去看政府职能

转变,容易得出“政府职能通过制度性方式有条件地低限度转移给社会组织”的结论。但法团主义是对政府

与社会组织关系的静态描述。在中国,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的法团主义模式形大于实,垄断性社会组织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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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真正代表组织成员的利益,更多代表的是政府的利益[3]180-198。无论是公民社会理论还是法团主义都无法

解释动态变化的中国社会现实,因为国家有时候推动、有时候压制社会组织发展。因此,组织理论学派从动

态视角出发认为中国政府也是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存在的,同样需要依赖资源维持其生存发展,而社会组织恰

好可以迎合政府获取资源供应、化解合法性危机的需求,因此政府不再一味控制社会组织,而是与社会组织

联袂合作,合作还是控制取决于社会组织所能满足政府需求的程度[4]21-38。这种理论视野忽视了很多社会

组织并不将与政府合作当作上佳策略的事实,并且忽视了政府并非仅仅依赖资源供应而是主动的组织实体

这一前提。由于中国的社会组织高度多样化和异质性,不同类型、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

是不同的,政府的不同部门、追寻不同目标的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也存在差异,因此有学者用多元主

义模式来尝试对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作出解释[5]。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中国社会组织与政府关

系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但始终未能摆脱西方理论的框架。
西方理论视角在解释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的乏力,使得越来越多学者根植于中国本土经验提出解释

模式。“分类控制”理论的提出者康晓光认为,国家对不同类别社会组织的控制程度是不一样的,它取决于被

控制对象的挑战能力和社会功能[6],但它对于同一类别社会组织发展之间的差异和同一类别社会组织在不

同时期受国家制度影响的差异缺乏解释力;后来他进一步提出“行政吸纳社会”模式[7],依然没有解决上述问

题。在康晓光之后,刘鹏提出了“嵌入型监管”理论,认为国家利用其特定的机制和策略,营造符合国家政治

偏好的组织运营环境,从而达到对非营利组织干预和调控的目的,这种干预和调控作用使得非营利组织乐意

借助于其所提供的政治机会而对国家职能进行反作用,从而促使国家—社会之间外化为伙伴关系模式[8];但
他仅强调国家对社会组织单向度的态度行为,忽视了社会组织策略性行动对于二者关系的反作用和影响。
基于对分类控制理论、嵌入型监管理论的拓展和修正,江华等人认为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既不是完全

的政府控制,也不是控制与支持并行,而是在政府控制下的支持,控制还是支持取决于二者利益的契合度[9];
但作者将国家、政府政策目标看成统一的、没有分化也没有冲突了,忽视了政府不同部门、不同层级存在利益

的分化和目标的冲突。针对这个问题,黄晓春认为中国政府体系可分为条、块和党群部门三大制度生产主

体,它们“非协同”生产出的制度环境所具备的结构性特征影响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也促使社会组织产生策略

性行动[10]。唐文玉则提出了中国大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一种新诠释———“行政吸纳服务”,认为吸纳的核心

机制不再是控制和功能替代,更多的是“支持”和“配合”[11]。
从上述文献回顾可知,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折射出的政府职能转变并非一个理论能解释的,但

它们都对本文的研究设计有一定的启发。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政府职能转变,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其应担负的职责和所

发挥的功能、作用的范围、内容、方式的转移与变化。在当今中国,政府职能转变最重要的体现是简政放权和

创新公共服务[12]。因此,本文的政府职能转变主要体现为“简政放权”和“创新公共服务”两大维度,并从社

会组织发展的角度来透视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以此观察政府职能转变情况,这其中的内在逻辑便是社会组

织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载体。
依照史密特的解释,法团主义是“以社团形式组织起来的民间社会的利益同国家的决策结构联系起来的

制度安排”[13]。法团主义又分为社会法团主义和国家法团主义,授权、规制和垄断性构成了国家法团主义的

三个基本维度[5],形成了本文简政放权维度下面的第一个子维度。授权可被操作化为法规依据、政府文件认

可等;规制可被操作化为业务主管单位设置、经费来源、领导人选的产生、机构对行政架构的吸附程度等;垄
断地位则可被操作化为机构是否由政府出面组建、在同一领域是否有其他服务提供者与之竞争等。

政府对社会组织加大授权、放松规制和去垄断化,带来社会组织自主性和自治性在某些非关键领域的增

强,亦体现了政府职能转变中的简政放权,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推力,这样生成了本文简政放权维度下面

的第二子维度,即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就公民社会理论而言,志愿性社团一向被视为市民社会的结

构性要素,强调其独立于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和自治性,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开放性、契约化等则构成了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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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基本价值和原则[14]178-254[15]51-95[16]。在美国,社会组织受到政府的控制很小,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其
与政府之间以契约形式建立了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17]96。但在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纯粹的契约关系

相对较少,因此,自主性可被操作化为组织章程的制定、经费筹措和刊物发行等,自治性可被操作化为机构设

立及其作用,以及机构负责人的挑选等①。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是政府创新公共服务和转变职能的重要体现。但随着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

能的增加,政府需要甄别出符合条件的、有能力的社会组织来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并将符合条件的社会组

织吸纳进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中,充当政府的好帮手,从而形成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甄别性策略。这些策略可被

操作化为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制度和社会组织所获等级与其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数量的相关性。
前述的解释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吸纳理论,包括“行政吸纳社会”和“行政吸纳服务”,前者的核心机制

是控制和功能替代,后者的核心机制更多的是“支持”和“配合”,即政府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而作为“支持”
的交换,民间组织需要配合政府的工作,响应政府的组织、号召与政策执行[11]。政府购买服务后,将会对社

会组织的专业化和行政化产生影响,由此形成了专业化和行政化两个子维度。社会组织专业化是政府分类

别购买服务的后果。公共服务内容广泛繁多,不同的服务需要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来提供。因此,政府往往

根据公共服务内容的不同来选择相应的社会组织来承接服务,从而加速了社会组织专业化进程。社会组织

专业化可被操作化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和社会组织类型等,也可通过社会组织年度报告和政府

政策文件等作出判断。行政化之意为政府通过强制或软约束方式让社会组织运行过程中嵌入行政性行为,
比如社会组织通过设立与政府相似的内部结构、模仿政府组织章程、管理模式等,以更好地被政府吸纳。社

会组织的行政化倾向是政府运用甄别性策略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导致的另一种后果,这种后果在一定程度

上吞噬了因政府简政放权而引致的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自治性。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倾向可被操作化为社会

组织内部是否设置党团组织等。本研究对社会组织行政化的操作化与自主性、自治性的操作化略有重合,其
内在逻辑便是社会组织自主性、自治性与行政化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社会组织自主性、自治性的增强会褪

去其行政化色彩,而其行政化倾向则会削弱组织本身的自主性与自治性。
这样,最终形成了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将分析框架中的核心变量进行操作化后生成《政府与

社会组织关系调查问卷》,问卷结构和内容如表1所示(见下页)。需要说明的是,问卷内容除了分析框架所

涉及的变量外,还增加了评价与态度方面的问题。

政府职能转变

简政放权 创新公共服务载
体

推
力

政府：加大授权、放
松规制、去垄断化

社会组织：自
主性、自治性

政府：分类别购买服
务、甄别后购买服务

社会组织：专业
化、行政化

增强 形塑

图1.本文分析框架

社会组织是社会以某种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组织形式参与到公共服务供给、协调社会秩序中的一种载

体。2008年9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发展和规范我省社会组

织的意见》(粤办发[2008]13号),首次对社会组织进行分类,包括行业协会类、学术联谊类、咨询经纪类、鉴
证评估类、公证仲裁类、公益服务类。因此,本文将社会组织分为上述六类,此外还增加了其他类别社会组

织,主要为民办非企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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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问卷结构和内容

维度 操作化 问题 依据

社会组织
基本信息

成立地区 贵组织所在地区

成立时间 贵组织成立时间

类型 贵组织属于下列哪类社会组织?

员工数 贵组织中有专职人员数多少? 有兼职员工人数多少?

固定资产 贵组织的固定资产总值大约是多少?

财政收支情况 贵组织近三年来的收支情况

活动地域 贵组织主要的活动地域是在哪里?

—

简
政
放
权

授权 法规依据、政府文件认可
贵组织成立是否有政府文件或法规认可? 贵组织是否通
过注册登记而成立?

规制
业务主管单位设置、经费来源、领
导人选的产生、机构对行政架构的
吸附程度

贵组织的创建主体是什么? 近三年年收入构成是怎样
的?

垄断
是否由政府出面组建、同一领域的
竞争者

您认为贵组织在本省范围内同一领域竞争性最大的社会
组织数量大概有多少?

自主性
经费筹措、刊物发行、组织章程的
制定

社会组织年收入中自筹比例。
贵组织是否有自己的刊物发行?
贵组织发行的刊物是否公开面向所有社会成员? 贵组织
制定组织章程时是否遵循了政府网站给定的模板?

自治性 机构负责人挑选、机构设置
贵组织目前的负责人是如何产生的? 贵组织是否设置了
中共党支部/团支部?

国家
法团
主义

公民
社会
理论

创
新
公
共
服
务

分 类 别 购 买
服务

社会组织类型与政府购买服务项
目

组织基本信息、组织年度报告(非问卷内容)

甄 别 后 购 买
服务

社会组织等级评估 贵组织曾获得过以下哪种等级评定?

行政化 党团组织设立 贵组织是否设置了中共党支部/团支部?

专业化
不同类型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
项目

近五年来政府向贵组织共购买多少项服务? 政府政策文
件和社会组织年度报告(非问卷内容)

吸纳
理论

评价与态度 对政府的评价、对组织发展态度

您觉得政府是否重视社会组织的发展? 您觉得政府在支
持社会组织发展方面总体做得如何? 您觉得贵组织发展
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您对社会组织未来的发展
持怎样的态度?

  之所以选择珠三角作为样本地,首先是因为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社会领域的改革走在全国前

列。2010年1月1日起,广东对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率先开启了绿灯,突破“双重管理体制”的
限制,将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其次,珠三角地区人口密集,城市管理与

公共服务供给面临巨大压力,政府需要借助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社会组织的发育相对比较健全,政府对

社会组织相对地持比较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对社会组织展开调查能较好地探究政府职能转变的程度。
问卷的发放先后借助了广东省社工委、广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共青团广州市委等渠道,持续时间为

2015年6月至9月,共向珠三角七个城市,即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中山、东莞发放500份问卷,回收

有效问卷384份,其中,广州96份,深圳70份,珠海35份,佛山58份,惠州35份,中山34份,东莞56份。
从组织类型来看,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209家,占样本总数比例达到54.43%;行业协会类社会组织86家,占
调查总数的22.4%;学术联谊类社会组织42家,占样本总数的10.94%;咨询经纪类、鉴证评估类、公证仲裁

类社会组织以及民办非企业的数量较少,合计47家,占样本总数的12.23%。
二 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看政府职能转变

(一)政府放松规制、加大授权和去社会组织垄断化

政府授权主要体现在社会组织的成立有无政府文件或法规认可,以及是否经过注册登记;政府规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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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业务主管单位的设置、经费来源、领导人选的产生上。政府授权是社会组织获得形式合法性的主要渠

道也是必需渠道。
受调查的社会组织中,有93.49%的组织成立有政府文件或法规认可,只有3.91%的组织成立无政府文

件或法规认可,96.09%的社会组织通过注册登记而成立。各类社会组织、各市社会组织在是否通过注册登

记而成立以及有无政府文件或法规认可方面差别很小。这样的结果在预料之中,因为授权与规制是社会组

织形式合法性的来源。
在注册登记过程顺利与否方面,近六成(58.33%)的社会组织表示注册登记过程顺利,各类社会组织的

这一比例也较相近,三成左右的社会组织认为一般,有5%左右的社会组织表示注册登记过程并不顺利。但

超过四分之一的社会组织认为注册登记程序繁琐,近一半(49.22%)的社会组织认为注册登记程序一般,只
有约20%的社会组织表示注册登记程序不繁琐,各市情况差异不大,说明虽然国家出台政策鼓励、支持社会

组织成立和发展,注册登记程序也较之前简化、便利了一些,但社会组织对此仍然存在较多的不满。
授权范围的狭小和规制力度的强大必然导致某些社会组织垄断局面的产生,而政府近年来对社会组织

授权的增大和规制的减弱也体现了政府去社会组织垄断化的决心。调查资料显示,六成社会组织是自行创

建的,超过三成的社会组织由业务主管单位创建,还有不到一成的社会组织的创建主体是政府。可见,越来

越多社会组织具备了自发和自主创建的条件,而且不因社会组织类型不同、所在地不同而有变化。41.93%
的社会组织表示在本省范围内同一领域竞争性最大的社会组织数量在5个以上,29.17%的社会组织认为这

一数量为3-5个,而表示无竞争性最大的社会组织或者只有1-2个竞争性最大的社会组织的受访社会组

织加起来占样本总数的近三成,各市的情况相差无几。可以看出,社会组织垄断现象并不严重。
就不同类别的社会组织而言,受访的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反馈回的同领域中竞争性最大,对手的数量远

超过其他类型社会组织。对于竞争性对手数量的回应,超过50%的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表示,其在本省范

围内、同一领域竞争性最大的社会组织数量超过5个,而行业协会类社会组织的这一比例仅为26.7%。这

与我们的经验认知基本相符。由于政府早期对行业协会的青睐,给予行业协会类社会组织更多的资助和支

持,使得行业协会在所有社会组织中出现垄断性社会组织的概率更大。
数据显示,政府对社会组织确实有减弱规制力度、加大授权和去社会组织垄断化趋势,但社会组织仍然

力求获得政府承认,通过获取政府政策文件许可、遵循严格的准入登记程序、模仿政府组织制度设计等,来赢

得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与合法性。这在不同类型、不同地方的社会组织中具有一致性。
(二)政府职能转变带来社会组织某些领域自主性与自治性的增强

社会组织自主性在本研究中主要体现为组织章程的制定、经费筹措和刊物发行上。在受访问的384家

社会组织中,超过九成(93.49%)的社会组织表示有组织章程,在制定章程时有85.42%的社会组织遵循了政

府网站给定的模板。无论何种类型和何地的社会组织,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回应高度一致。这一方面体现出

社会组织在制度建设上的规范性,也体现出其在组织制度形式上的同质性,实质上是政府硬性规定组织成立

的必要条件而致的后果。
有组织刊物和无组织刊物的社会组织占样本总数比例基本持平,分别为44.01%和48.18%。有组织刊

物的社会组织中,27.6%表示公开向社会发行,20.05%表示只面向特定人群发行,刊物仅供组织内部传阅的

占13.8%。约60%的行业协会有组织刊物,比例远高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这与行业协会的专业化程度

高有关。总的来看,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言论、出版持相对宽容态度。
从本研究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的调查结果来看,政府对社会组织加大授权、放松规制和去垄断化只是增强

了社会组织在某些领域的自主性。政府让渡了经费筹措、刊物发行方面的自主空间,同时控制了社会组织在

核心领域如组织章程制定方面的自主性。因为章程是社会组织行为和管理的准则,政府对社会组织章程的

控制和规范意味着政府把控了社会组织设立的第一关,也是政府引导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社会

组织自主性呈现出核心领域的非自主和非核心领域的自主这样一种二元局面,体现出政府对社会组织自主

与自治空间的选择性让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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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的自治性在本研究中被操作化为机构负责人挑选和机构设置。54.43%的受访社会组织目前

的负责人是通过组织内部选举产生,34.64%的负责人是组织创办者,其中大部分是成立时间不长的社会组

织。7.81%的社会组织目前的负责人是由政府部门选派的。这种情况在不同类型和地区的社会组织中差异

很小,说明社会组织的负责人由组织内部选举产生而不再由业务主管单位或政府指派已是大势所趋。机构

设置方面主要涉及社会组织的党团设立情况,从调查结果来看,已成立党团支部的社会组织均不超过样本总

数的四成。但201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首次从

整体上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作出顶层设计,社会组织设立党组织的比例将会大幅度升高。
综合来看,政府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自主和自治空间,但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并非无

条件的,其自主性和自治性的增强是以遵循政府制度设计、服从政府政策安排为前提。并且,政府向社会组

织让渡自主与自治空间也不是无选择性的,政府加大授权、放松规制和去垄断化增强的是社会组织在非核心

领域的自主性和自治性,而在涉及社会组织行为方向和意识形态取向等核心领域,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与自治

性则仍然有待观察。
(三)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遵循类别化、甄别性策略

为减轻政府财政压力,提高行政效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医疗卫生、养老服务、教育文化、市政服务、社
会治安管理、法律产品和社区矫正等公共服务产品,将原来由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转变为由社会组织提

供,且提供与政府相同甚至是更好的公共服务[18]。政府往往根据购买服务内容的不同选择不同类型的社会

组织来承接。比如涉及扶老助老服务、关爱儿童服务等内容,政府一般选择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来承接;涉
及一些比较专业的项目,如汽车集聚建设标准、工人岗位培训、产品检验检测等,政府往往向特定的行业协会

类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诸如政策法规宣讲培训、教学评比、学术研究等服务,政府倾向于让学术联谊类社会组

织承接。
甄别性策略的表现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与社会组织所获评估等级挂钩,即政府职能的转移、服务

的购买是有条件的,如规定只有3A以上等级的社会组织才能优先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参与政府购买服务

项目。本研究将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结果与政府是否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以及购买数量的多少进行相关

矩阵分析(如表2),结果显示,社会组织所获等级与政府是否向其购买服务以及购买的多少之间高度正相

关,社会组织所获等级越高,获得政府购买服务项数越多。
表2.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与政府购买服务相关关系分析

社会组织等级评估
近五年政府是否向
社会组购买服务

近五年政府向社会
组织购买服务项数

社会组织等级评估 1.0000

近五年政府是否向社会组购买服务 0.6542* 1.0000

近五年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数 0.8690* 0.6005* 1.0000

  注:*p<0.1;**p<0.05;***p<0.01。

没有参加过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的社会组织数量要多于参加过评估的社会组织,前者所占比例为

57.8%,后者为42.2%。参 加 过 评 估 的 社 会 组 织 中,有 近 六 成(58.72%)无 等 级,获 得3A 等 级 的 有

20.18%,获得4A等级的有7.65%,获得5A等级的7.03%,获得2A和1A等级的合计约6%左右。可见,
获得3A以上等级的社会组织仅占样本总数的约35%,即能优先享受政府政策优惠、有资格承接政府职能转

移的社会组织约占1/3左右。
就不同类型社会组织而言,在获得社会组织评估等级上,行业协会中获得等级的有41家,占该类样本数

的47.67%;学术联谊类的有20家,占该类样本数的47.61%;公益服务类的有69家,占该类样本数的

33.01%;其他类型的则有17家,占该类样本数的36.17%。从占比结果来看,行业协会和公益服务类组织

更易获得等级,但获得5A等级的以公益服务类组织居多。
就不同地方的情况来看,从有无参与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来看,深圳、中山是参评率最高的两个城市,参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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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均超过60%,紧随其后的是东莞和惠州,参评率均超过50%,珠海、广州、佛山是参评率较低的三个城市,
约30%左右。在各地参评并获得等级的社会组织中,以获得3A等级的社会组织居多,但获得4A及以上等

级的社会组织多分布在广州、深圳、佛山三地,紧随其后的是东莞、珠海,中山、惠州获得高等级者相对较少。
哪些因素影响了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本文尝试提出七个假设。一是可能与社会组织类型有关。

如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于加快经济建设的考虑,政府比较重视行业协会的发展,而进入新世纪后政府

因加强社会建设的需要而重视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发展,这可能会影响到政府购买服务的行为。二是可

能与政府授权有关,即与社会组织的形式合法性相关,包括社会组织的成立是否有法规依据、是否得到政府

文件认可、是否经过登记注册程序、是否有组织章程、章程是否遵循政府给定模板。三是可能与社会组织是

否具有垄断地位有关。如果一个社会组织在与其相同的领域中的竞争对手越少,那么政府向其购买服务项

目的可能性就越高。四是可能与社会组织对政府制度安排响应程度有关,如社会组织的行政化等。五是可

能与社会组织自主性有关,如是否有刊物发行、发行是否公开等。六是可能与社会组织自治性相关,即与政

府对社会组织的规制程度相关,涉及机构创建主体、机构负责人的产生等方面。七是可能与社会组织参政议

政情况有关,如有无人大代表、有无政协委员、有无向政府建言献策、向政府建言献策数量和被采纳数量等。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由于社会组织年收入样本数据呈甩尾分布,并非正态分布,因此对收入进行对数化处理,
使其呈现正态分布,以便于分析,数据处理结果如表3所示。由于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结果直

接挂钩,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政府一开始就有意向某些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而这些赢在起跑线上的社

会组织在等级评估中也拔得头筹。为了防止双向因果关系,本文控制了社会组织的类型、成立时间和同一领

域竞争者数量三个变量。
表3.政府职能转移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自变量
政府近五年向社会
组织购买服务数量

2012年社会组织获
政府资金支持数额

2013年社会组织获
政府资金支持数额

2014年社会组织获
政府资金支持数额

社会组织类型 .151**(.084) .045(.043) .066*(.037) .080**(.037)

是否获得政府、法规认可 -.908(.962) -.3344(.472) .571*(.370) -.348*(.384)

是否通过登记成立 1.998*(1.312) -.589(.581) -.084(.559) .410(.552)

组织章程 .357(1.310) -.250(.541) -.280(.526) .652*(.407)

组织章程模板 .388(1.035) .684(.489) .377(.470) -.164(.453)

是否成立党组织 2.858***(.507) .490**(.262) .312*(.234) .254*(.214)

是否成立团组织 -.604(.514) -.047(.242) -.160(.220) -.031(.212)

是否有刊物 1.247***(.476) .263*(.241) .0159(.214) -.368(.195)

是否公开发行刊物 .449(.437) .339*(.218) .262(.197) .222(.177)

创建主体 -.029(.304) .023**(.142) .149*(.123) .034**(.116)

组织负责人 .345(.304) .348***(.138) .148*(.122) .107**(.121)

同领域内竞争对手数量 .153(.188) .001*(.096) .008*(.087) -.042(.085)

人大代表数 .028(.105) -.047(.048) -.045(.046) -.008(.045)

政协委员数 .003(.070) -.026(.071) -.068(.069) -.076(.066)

向政府建议数 -.025(.046) -.037(.044) .024(.019) .009(.018)

建议被采纳数 .672***(.132) .042(.086) .002(.061) .011(.057)

_cons -1.620(1.711) 2.700***(.800) 3.161***(.733) 2.305***(.718)

R2 30.79 16.50 13.00 11.83

观测数 323 323 323 323

  注:*p<0.1;**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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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的数据显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数量的多少,与社会组织类型、社会组织成立是否经过登记

注册程序、社会组织有无成立党组织、社会组织有无公开发布的刊物和近五年来社会组织向政府建言献策被

采纳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2012年到2014年社会组织所获政府财政补助所占社会组织年总收入比

例变化来看,政府财政补助以每年约1%的速度增加,补助额度并不多。2012年,社会组织有无成立党组织、
有无公开发布刊物、社会组织的创建主体、组织负责人的挑选、组织在同一服务领域中的竞争者数量对政府

财政补助占比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到了2013年,社会组织类型、成立有无政策法规依据、社会组织有无成

立党组织、社会组织的创建主体、组织负责人的挑选、组织在同一服务领域中的竞争者数量对政府财政补助

数额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相比2012年,2013年社会组织的创建主体、组织负责人的挑选对社会组织所获

政府财政补助占比的影响显著性下降,社会组织类型和成立有无政策法规依据,成为影响社会组织所获政府

补助占比的重要因素,这体现出政府在职能转移方面的类型变化,也反映了政府日益重视社会组织的规范

性。到了2014年,社会组织类型对所获政府补助占比的影响比2013年更加显著,相关系数也有所提高,说
明政府确实如其所强调的那样,存在扶持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优先向其转移职能的趋势。

综上所述,政府对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是条件式的,遵循甄别性吸纳策略逻辑。一是与社会组织类型有

关,由于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更易获得高等级评估,因而更易获得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二是与社会组织的自

治性和自主性有关,如是否成立了党组织和是否公开发行刊物,前者反映了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以及

对国家制度、政策安排的响应度,后者反映了社会组织的透明度和社会影响力。三是与形式合法性有关,它
是政府甄别社会组织优劣和是否向其转移职能的重要条件。

(四)政府职能转移的类别化和甄别性原则促进了社会组织的专业化与行政化

因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需要,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根据服务内容的不同,集中发展某类型的服务,从而

提高社会组织服务的专业化水平。这点可以从政府政策文件和社会组织的年度报告中得知。2012年,广东

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发布的《政府向社会转移职能工作方案》,强调要将行业内企业资质认定及等级评估,行业

调查、统计、培训、咨询、考核、宣传,社区事务、公益服务,产品检验检测,专业技术职称和执业资格评定等服

务转移给相应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基本信息、年度报告通过省、市社会组织信息网公示于众,其中对于社

会组织业务范围、承接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都做了细致分类,如学术联谊类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为学术

交流、理论研讨、咨询服务、编辑出版等,体现出社会组织服务的专业化趋势。采取甄别性策略即政府职能转

移的条件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因为社会组织的行政架构设置和公共服务情况是政府

甄别性吸纳策略实现载体———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体系中权重最大的两个方面。社会组织是否拥有党团组

织,则是其行政化的衡量指标之一。
在设立党团组织方面,已成立党支部或团支部的社会组织并不多,所占样本总数的比例分别为39.06%

和34.11%,其中行业协会是设置党团组织最多的一类社会组织,占其样本的53.57%,这既与行业协会与政

府联系最为紧密有关,也与行业协会中党员比例较高有关。
惠州、深圳和中山的社会组织是7市社会组织中成立党团组织最多的3个市,均占本市社会组织样本数

的60%以上,广州、佛山、珠海次之,东莞市社会组织中成立党团组织的数量相对较少,这也与各地社会组织

从业人员中党员比例高低有关。
近五年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数平均值仅为3.63项,最多的为20项。社会组织向政府建言献策

数平均值为1.56,被采纳数为0.53。总体而言,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数较少,体现出政府职能转移力度

较小,这可能既与政府职能转变工作力度不足有关,也与社会组织自身服务能力较弱有关。而社会组织向政

府建言献策数量的较少和被采纳数的极少,体现出社会组织低度参政议政,这可能既与社会组织参政议政能

力较弱有关,也与政府相关建言献策渠道不畅有关。
从不同类型社会组织来看,虽然近五年来承接了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中以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数

量居多,但其占该类社会组织样本数的比重并不大。而行业协会中承接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比重占行业协会

样本数的62.79%。近五年来政府向行业协会购买服务项数均值近4项,而学术联谊类、公益服务类、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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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社会组织的这一数值分别为2.55、2.94、2.07。在向政府提出提案或倡议及其数目方面,也以行业协会居

多。近五年来行业协会向政府提出的提案或倡议数均值约2项,其他类型社会组织的这一数值仅为1项左

右。
分地区来看,广州市近五年来承接了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数量最多,达到46家,占广州市社会组织

样本数的一半左右。紧随其后的是深圳、惠州、佛山、中山、珠海,数量均在26左右,东莞的这一数值相对较

低,仅23家。
综上所述,社会组织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行政化倾向和服务专业化趋势,这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

类别化和甄别性策略是分不开的,也是政府对社会组织吸纳逻辑的双重后果。
(五)政府职能转变获得社会组织较高评价,但存在资金支持不足等问题

社会组织对政府的态度和评价也是衡量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以及政府职能转变情况的重要指标。社会

组织认为政府很重视或比较重视社会组织发展的占样本总数的比例分别为22.92%和54.43%,认为政府对

社会组织发展重视程度一般、比较不重视、很不重视所占比例加起来约两成左右。总体来看,社会组织认为

政府比较重视社会组织的发展。但当问及政府在支持社会组织发展方面总体做得如何时,受访社会组织回

答的肯定度显然不如像评价政府态度上那么高,只有17.45%的受访社会组织认为政府做得很好,不到一半

(48.18%)的社会组织认为政府做得比较好,有超过三成的社会组织认为政府做得一般或较差或很差。
超过一半(51.56%)的受访社会组织认为最大的困难是资金不足;认为最大困难是“政府管制太严,社会

组织缺乏自主性”和“缺乏组织发展所需的专业人才”的受访社会组织均占13.02%;近一成受访者表示制度

性障碍是组织发展面临的最大困难;认为最大困难是“缺乏政府信任与合作”和“缺乏社会认同”的所占比例

相同,为5.47%。
总体而言,资金不足是大部分社会组织反馈的组织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与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普遍筹

资能力不足、对政府存在较大依赖而能获得政府资助又较少有关,这可从2012年至2014年三年间社会组织

收入构成比重中可知一二。例如2012年,社会组织获得政府资助所占总收入比例的均值为19.50%;自筹

占总收入比例的均值为60.68%,自筹收入包括会费和社会组织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而获得的收入,以及通

过投资获得的收益等;其他收入如获得基金会资助、社会捐赠等的比例均值约19.82%。到2014年,政府资

助比例上升至26.35%,自筹收入比例为62.89%,其他收入比例下降至10.76%。社会组织作为非营利性

机构,社会捐赠本应是其最理想的资金来源,但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仍然主要靠自筹

和政府资助,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整个社会对社会组织的认可程度较低。
三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角度,从简政放权和创新公共服务两个维度探讨政府职能转变问题,运用

问卷调查获得相关分析数据,结果显示,适应职能转变的需要,地方政府存在放松规制、加大授权和去社会组

织垄断化的趋势;政府职能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组织在非核心领域的自主性与自治性,在事关社会

组织行为准则和意识形态取向等核心领域,政府并没有让渡较多的自主与自治空间,主要表现为对社会组织

章程制定、党团组织设立的干预,保证社会组织的政治正确性。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组织拥有一定的

自主性和自治性是有条件的,即取决于社会组织是否遵循政府制度、服从政府政策安排。政府向社会组织购

买服务遵循类别化、甄别性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组织的专业化,但也导致了社会组织行政化,它反

过来侵蚀了组织的自主性和自治性。
此外,由于社会组织赖以发展壮大的功能合法性只能通过等级评估这项制度来实现,使它们倾向于迎合

政府。这种制度化的甄别性吸纳所折射出的是政府对社会组织强监管、软约束的治理逻辑,并导致了一种

“无意”后果———同类社会组织的趋同现象,无论在机构设置还是运行模式以及行动逻辑上都如此。这样的

趋同容易使社会组织逐渐丧失活力,陷入千篇一律机械化运作困境,其职能也逐渐从提供社会服务变异为协

助政府完成各种行政性任务,进一步导致社会组织的行政化。社会组织行政化容易使社会组织脱离社会和

公众,难以真正捕捉到民众的服务需求,最终导致组织僵化,难逃政府官僚化供给公共服务中出现的需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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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脱节和高成本的覆辙。
在一个长期处在强政府、弱社会的体制里,人们习惯于有问题找政府、有问题怪政府。随着政府职能转

变步伐的加快,政府逐渐“卸载”,越来越多地借助社会组织协助政府供给公共服务,而社会组织自身生存能

力不足和公信力不足等问题,不能不让人产生忧虑。此外,社会组织体系不健全,往往将执行与筹资角色合

二为一,不仅效率不高,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呈现服务执行机构多而筹措资源的基金会数量少的

格局。如何更好地利用财政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效益,对很多社会组织而言都

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注释:
①但政府向社会组织让渡一部分自主和自治空间是有选择性的,即社会组织仅在某些领域拥有较强的自主性和自治性,这在

问卷调查结果中有所体现,将在后文展开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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